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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近郊组团职住空间结构低碳
优化策略
——以天津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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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承载居住、就业两大功能的职住空间结构作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其碳约束作用已成为学界共识，但该作用在
职住分离显著、长距离机动车通勤的中观组团层级得到的关注较少，且现有的低碳路径对职住空间结构的差异性考虑不充分。
聚焦职住空间结构，以超大城市近郊组团为研究对象，结合定性逻辑框架与定量机理分析，刻画三重维度下 3 类组团的职住
空间特征，识别差异化的关键控碳因素，分类提出职住空间结构低碳优化策略：①居住主导型组团应优先调控职住用地构成，
引导功能复合、土地集约的空间布局；②职住平衡型组团应重点关注职住中心位置，形成职住极核多且辐射范围广的空间结
构；③就业主导型组团应关注职住空间连通效率，构建“公共交通 +”的绿色出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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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Carbon Optimization Strategy for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and Residence Spaces in Near Suburban 
Cluster of Mega-city: Taking Tianjin as an Example/WANG Rui, HUANG Yazhe, ZHANG He, LIU Jingxian
[Abstract] Spaces for employment and residence form the skeleton of urban layout. Although their carbon confinement is evident 
in the academic circle,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employment-residence separated and long-distance motorized commuting 
clusters, and the difference in low carbon pathways is not 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Based o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es, 
three types of employment and residence space are illustrated, and the different elements of carbon confinement are recognized to 
establish a low carbon optimization strategy: first, residence dominated clusters shall adjust land use structure towards a compact 
and mixed use pattern; second, employment-residence balanced clusters shall focus on central places for a multi-centered wide 
range structure; third, employment dominated clusters shall stress employment-residence connection and establish a green transi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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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总量的26.0%[2]，这与气候变化和能源消费危机密
切相关 [3]。城市组团发展中的职住空间分离与长距离
通勤等成为影响我国交通碳排放的重要因素，由此产
生的碳排放量占日常交通出行碳排放量的50%以上[4]。
因此，空间结构亟待优化、布局要素尚可调整的超大
城市近郊组团成为存量规划时代交通控碳减排的关键
区域。
既有的职住空间结构与碳排放相关理论研究多聚

近年来，如何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一张蓝图”
下，融入控碳减排的价值导向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其中，国土空间详细规划针对城市边缘地
段和新城新区，强调以职住用地布局、职住中心位置
及职住连接空间为抓手落实职住平衡、产城融合的规
划原则 [1]。随着“双碳”工作的深化落实，我国生活、
产业领域的碳排放已得到有效控制。截至目前，我国
交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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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于城市与社区。在宏观上，有学者认
为紧凑、用地混合、精明增长是减少出
行碳排放的有效手段 [5-8]，TOD结构、
圈层结构及复合化开发更有利于缩小居
民生活出行范围 [9-10]；在微观上，有学
者已经证实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
公共交通可达性等空间要素对通勤碳排
放的影响显著 [11-16]。基于此，传统规划
实践方法多着眼于城市整体的交通减碳
总量预测 [17] 或某个地块的设计方案低碳
模拟 [18-20]，侧重于通过引导出行行为等
实现交通领域的控碳减排，此类方法更
适用于增量规划。当前的存量规划多以
政策引导与指标约束为主，协调空间结
构与功能布局的关系 [21-24]，或针对土地
集约利用、可持续交通等某一特定角度建
立指标体系，为特定城市街区或新区低碳
发展路径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25-27]。中观
通勤组团是理想的职住平衡单元[28-30]，但
目前对职住关系的研究仍停留在如何实现
人口或岗位的数量平衡上 [31]，缺少对职
住空间要素、出行行为特征、通勤碳排
放三者的关联作用及调控应用的整体性
探索。对于存量空间中哪些空间布局要
素可被低碳化改善，以及空间优化策略
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当前，随着天津市进入人口规模、

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时期，其社会可持
续发展与能源安全面临极大压力。从碳
效率视角进行比较，天津市内6区的单
位GDP碳排放量为0.2～ 0.6 t/ 万元，
人均碳排放量为1.50～ 4.0 t，近郊4区
的单位GDP碳排放量均大于1.0 t/万元，
人均碳排放量均超出10.0 t。由此可见，
天津市低碳发展需求迫切，近郊区控碳
减排潜力巨大。
因此，本文在理清职住空间结构对

通勤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提出职
住空间用地构成、职住中心相对位置及职
住空间连通效率等3种理论假设，并以天
津市近郊组团为例进行实证检验，以建立
适应差异化职住特征、多样性通勤行为的
职住空间结构优化路径，为超大城市近郊
区域低碳空间规划与更新治理提供借鉴。

1　职住空间结构优化方向与低碳
关联机制

1.1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对职住空间
结构的优化内容
近年来，我国已有多个大城市对如

何建立上下联动、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传导机制进行了探
索。参照相关理论基础与已有城市的规划
经验，本文将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的传导
机制划分为纵向、横向两方面。在纵向延
展上，在详细规划中增加单元规划层次，
将近郊组团中10～30 km2 的用地规模
与单元规划层次相对应，并以单元为空
间管控载体，由其向上承接总体规划的
“三区三线”等结构性内容，向下指导
街区规划与地块规划的设施配置、指标
转译等实施性内容。在横向分化上，单
元规划可实现规划范围全地域全覆盖，
并对接“三生”空间将详细规划划分为3
种类型。此外，由于规划类型多样，应
在单元规划中进一步将城镇建设空间细
分为4类控制区，结合近郊组团地处中
心城区外围且与城区产业、设施等互动
频繁的特征，判断近郊组团在横向分化
中隶属于城市边缘地段，因此增量新建
规划与存量更新规划应并行，并提出相
应的管控要求。

从居住与就业功能着手，分析近郊
组团的职住空间结构，发现在传导过程中
用地布局与道路交通两类规划要素对其具
有调控和优化作用，将用地布局与道路交
通两类规划管控要素归纳为用地构成、相
对位置、连通效率三重维度(图1)。为了
理清各维度对职住空间结构存在管控作
用的具体内容与审查要点，本文提出低
碳导向下可行的优化方向。首先，用地
布局要素通过协调居住、产业两类功能
用地的规模来管控职住空间的用地构成，
以“职住平衡”“产城融合”为规划原则，
以职住用地比、功能混合度等审查要点
为管控要素；其次，用地布局要素通过
居住—产业用地的布局结构与以居住—
服务—产业用地为核心的生活圈构建来
调整职住中心的相对位置，并以职住中
心位置与公共服务中心位置为管控要素；
最后，基于用地构成与相对位置建立的
职住用地空间布局，在道路交通要素中
加入沟通职住空间的“点”与“线”，
进一步优化职住连接空间，借助点状空
间(即公交场站布局)与线性空间(即道
路网体系)进行连通效率管控。见图2。

1.2　职住空间结构对通勤碳排放
的影响机制
空间结构对碳排放并不产生直接影

图1　基于规划传导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技术路线与职住空间结构管控内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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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住空间连通效率
在职住空间连通效率分析方面，本

文关注沟通职住用地的物质载体选择，主
要从供需联系角度分析交通配置的可达
性。道路系统的通达程度和交通设施的均
衡配置不能改变职住地的空间位置，对通
勤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居民通勤方
式的选择有巨大影响，进而影响通勤碳排
放。这主要体现在居住地与就业地之间的

响，学界普遍认同空间结构是通过多种
中介要素的共同作用与碳排放产生关联
的 [32-33]。本文聚焦组团层级，重点关注
就业、居住两类功能的空间关系，从职
住空间结构着手，以建立职住空间联系
的通勤行为选择为中介要素，以机动车
通勤产生的出行碳排放为交通能耗的主
要来源，展开近郊组团职住空间结构对
通勤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分析。见图3。
(1)职住空间用地构成
职住空间用地构成指一定区域内的

职住功能比例，对居民的通勤距离和通勤
方式选择都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通勤碳
排放。本文主要从就业、居住用地规模分
配角度分析职住空间匹配性。从影响通勤
距离的角度看，单一功能组团(居住或就
业占据主导地位)仅邻近居住地或工作地
一侧而远离另一侧导致长距离通勤，功能
混合组团(居住、就业功能相辅相成，职
住空间匹配)中多种用地类型在空间上相
互结合，极大地缩短了通勤出行距离，减
少了通勤碳排放量。从影响通勤方式的角
度看，功能混合不仅意味着居住地邻近就
业地，还表明居住地周边服务设施配套丰
富，在一定范围内居民的日常需求可以得
到满足，远距离的出行需求被削弱。同时，
职住平衡导向下的混合开发多伴随着交通
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交通的高覆盖率为
居民通勤、接驳换乘提供了更多选择，非
机动车等零碳出行与公交、地铁等低碳出
行比例增加，私家车高碳出行比例减少，
这有助于在源头上降低通勤碳排放量。
(2)职住中心相对位置
职住中心相对位置指职住用地的空

间分布形式，会对通勤距离与通勤方式
选择产生直接影响，并间接影响通勤碳
排放量。本文主要从职住布局角度分析
职住分布紧凑性。组团层级的职住用地
相对位置主要有紧凑、分散两种。从通
勤距离看，分散的就业中心和居住中心
在空间上拉长了通勤距离，紧凑的就业
中心和居住中心的空间可达性与功能可
获取性均较强，通勤距离被缩短，有效
削减了通勤碳排放量。从通勤方式看，

职住中心的相对分散与低密度开发使公
共交通难以离散式发展，长距离通勤刺
激了私家车使用数量的增长，导致通勤
碳排放量剧增。一般而言，职住中心的
集聚必然会形成交通枢纽，在通勤高峰
时段易引发交通拥堵，增加了碳排放量，
然而交通拥堵也促使居民更倾向于选择
地铁或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这在一定
程度上又抑制了碳排放量的增长。

图2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对职住空间结构的管控与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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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0∶1作为节点进行用地构成特征分
类。见图5。
(2)相对位置特征分类
相对位置特征指当集聚或分散的职

住功能组织改变了就业中心与居住中心
的空间布局(即二者之间的位移距离、实
际距离、通勤时间)时，通勤碳排放量也
随之改变。通勤人群在不同时段、地点
具有稳定且规律的空间聚集特征，人口
的时空聚集差异在区域内部形成了就业
中心与居住中心，而人口在就业中心、
居住中心间的时空位移产生了通勤碳排
放 [36]，因此本文通过就业中心与居住中
心的相对距离的远近来判断相对位置特
征分类。见图6。
(3)连通效率特征分类
在连通效率维度中，小汽车、地铁

等不同的出行方式引发了通勤方式与通
勤时间的差异化，影响了通勤碳排放。
轨道交通因高速、准时、污染小等优势

道路服务水平与公共交通网络可达两方
面。一方面，衡量道路服务水平的道路
网密度、交叉口密度等指标越高，在通
勤高峰期当机动车处在交通拥堵路段时，
路线的可选择性、可调整性就越大，可
以有效缩短拥堵时间，减少碳排放量。
同时，较高密度的道路网有助于构建慢
行交通体系，引导居民绿色出行，进而
减少通勤碳排放量。另一方面，公共交
通的可达性越高，即居住地或工作地周
边一定范围内交通基础设施数量和可达
线路数量越多，居民以步行或自行车等
方式接驳公交或地铁就越省时、便捷，
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人员比例就越高，
通勤碳排放量也会随之减少。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3个理论

假设：①职住空间用地构成越趋于均衡，
所产生的通勤碳排放量就越少；②职住
中心相对位置越紧凑，所产生的通勤碳
排放量就越少；③职住空间连通效率越
高，所产生的通勤碳排放量就越少。

2　超大城市近郊组团职住空间
低碳发展技术路径

本文基于超大城市近郊组团职住空
间结构低碳优化面临的现状问题，以居
民出行行为为桥梁，在理清职住空间结
构—居民出行行为—通勤碳排放三者递进
式逻辑传导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
超大城市近郊组团职住空间低碳发展需
求的规划技术路径 (图4)，即依据问卷
数据计算各类职住特征下近郊组团的人
均通勤碳排放量情况，描述各个类型组
团的碳排放特征，并进行职住空间特征
的对比分析。同时，结合对比结果与上
文的理论假设选取适当的职住特征，分
析该特征下不同类型的近郊组团职住空
间结构的关键控碳因素及其对通勤碳排
放的调控机制。

2.1　基于通勤碳排放量测算的近郊
组团职住空间特征分类
由于地理位置远离市中心的区位劣

势，近郊组团大多存在通勤距离较长的
问题，由于各组团的通勤距离相差不大，
不同的主导通勤方式才是各组团碳排放
水平各异的主要原因。差异化的职住空
间特征通过影响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影响
通勤碳排放，因此本文结合居民通勤方
式调查结果，运用基于距离理论的碳排
放系数法①分别计算用地构成、相对位置、
连通效率三重特征分类下的各近郊组团
的人均通勤碳排放量，对比分析三者的
异同点并以此作为控碳要素识别与调控
机制量化的研究基础。
(1)用地构成特征分类
用地构成特征决定了职住空间能否

满足区域内居民居住就业的需求。参照
既有研究成果 [34-35]，求解不同类型新建
组团的规划用地比例与理想职住平衡状
态下的职住用地比(表1)，同时考虑到近
郊组团通常被划分为工业、居住与综合
等3种类型，因此选取职住用地比0.7∶1

新建组团类型 特征指标设定 职住用地比

工业型 就业率为 0.7；人均就业面积
为 50 m2；人均居住面积为
18 m2

居住用地面积占比为34.21%；工业用地面
积占比为65.79%；职住用地比为2.0∶ 1

居住型 就业率为 0.5；人均就业面积
为 50 m2；人均居住面积为
35 m2

居住用地面积占比为58.14%；就业(商服)
用地面积占比为 41.86%；职住用地比为
0.7∶ 1

综合型 就业率为 0.7；人均就业面积
为 50 m2；人均居住面积为
35 m2；人均配套设施为2 m2

居住用地面积占比为 41.24%；商服用地
面积占比为 22.03%；工业用地面积占比
为36.72%；职住用地比为1.4∶ 1

表 1　 理想职住平衡状态下的组团职住用地比

图 4　职住空间结构低碳规划技术路径图

注：A、B、C、…、N 表示职住空间的不同特征维度；A1、A2、A3、…、An 表示同一特征维度下的不同
组团类型划分；a1、b1、c1、…、n1 表示在 A 类特征维度下 A1 类型组团在 a、b、c、…、n 方面的不

同低碳优化策略。

居民通勤出行问卷调查

通勤碳排放量计算

基于距离的碳排放系数法 比较分析法 多元Logistics 回归分析 分类法

特征维度A

特征维度B

特征维度C

特征维度N

……

A1	vs	A2	vs	…	vsAn A1/B1/C1 A1：a1、b1、c1、…

B1	vs	B2	vs	…	vs	Bn A2/B2/C2 A2：a2、b2、c2、…

C1	vs	C2	vs	…	vs	Cn A3/B3/C3 A3：a3、b3、c3、…

N1	vs	N2	vs	…	vs	Nn An/Bn/Cn An：an、bn、cn、…

…… …… ……

假设Avs

vs

vs

vs

假设B

假设C

假设N

……

关键控碳因素分析 分类引导路径职住空间特征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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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低碳通勤的高频选择，步行作为地
铁的主要接驳方式，当地铁站点位于就
业或居住中心周边半径800 m的步行可
达范围内时，可以认为就业或居住中心
的轨道交通可达性较强 [37]。因此，本文
根据就业中心、居住中心半径800 m的
缓冲区内是否存在地铁站点进行连通效
率特征分类。其中：当就业中心、居住
中心半径800 m缓冲区内均存在1个及
以上的地铁站点时，组团类型为轨交—
职强住强型 (C1)；当只有就业中心半径
800 m的缓冲区范围内存在1个及以上
的地铁站点时，组团类型为轨交—职强住
弱型 (C2)；当只有居住中心半径800 m
的缓冲区内存在1个及以上的地铁站点
时，组团类型为轨交—职弱住强型(C3)；
当就业中心、居住中心半径800 m的缓
冲区内均不存在地铁站点时，组团类型
为轨交—职弱住弱型(C4)。见图7。

2.2　基于通勤方式选择的近郊组团
职住空间关键控碳因素识别
选取碳排放强度计算结果与理论假

设存在矛盾冲突或解释性不强的职住特
征维度作为关键控碳要素及对通勤碳排
放调控机制研究中近郊组团的分类依据
和标准。当回归分析中的因变量为3个
及以上的多分类变量时，通常选择多元
Logistics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通过因变量
各分类与参照分类的对比，描述不同分类
中各因素的作用关系、作用程度，进而求
解不同因变量分类的选择概率[38-39]。运用
多元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以步行、
自行车、公交车、地铁、私家车等通勤
方式变量为因变量，以居住地 /工作地
功能混合度、交叉口密度、到邻近公共
服务中心距离、到最近的地铁站的距离
等职住空间结构要素变量为自变量，建
立通勤方式选择Logistics回归模型，识
别并分析某一特定特征维度下不同特征
类型的近郊组团职住空间结构的关键控
碳因素及关键控碳因素对通勤方式选择、
通勤碳排放的调控机制。

2.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天津市16个近郊组团作为

研究对象，并遵循以下4项选取原则：
①自然条件 (水系、绿地 )、交通干线等
因素的物理界限分隔；②《天津市新型
居住社区城市设计导则 (试行 )》划定的
街道社区类型分区；③综合考虑居民的
教育、收入、私家车保有量等个人或家
庭属性；④将职住用地比、职住中心距
离等职住空间要素的对比考量纳入组团
选择标准。最终选取的近郊组团用地面
积为25～45 km2，职住空间特征各异，
街道社区类型不一，同时各组团内部居
民社会经济结构(年龄结构、职业构成、
受教育水平、私家车保有量等)大致相近。
本文从线上、线下两个渠道进行居

民通勤出行问卷调查。其中，线上调查
在问卷星平台发布调研问卷，信息初筛
后，于 2022 年 5月 10日至 6月 20日
开展线下调查进行数据补充，选取工作
日的 16:30—20:30 与休息日的 10:00—
18:00两个时间段对16个近郊组团内18
岁以上居民的通勤行为展开调查。线上、
线下随机调查共发放413份问卷，排除
12份数据缺失、信息失真的问卷，最

图5　用地构成特征分类示意图
注：Z 指职住用地比。

图 6　相对位置特征分类示意图

图 7　连通效率特征分类示意图

A1居住主导型

Z＜ 0.7

A2职住平衡型 B1职住中心集聚型

0.7＜ Z＜ 2.0

A3就业主导型 B2职住中心分离型

Z＞ 2.0

图例 图例居住用地面积 就业中心 居住中心 职住中心距离就业用地面积

图例 就业中心 居住中心职住中心距离

C1轨交—职强住强型 C2轨交—职强住弱型 C3轨交—职弱住强型 C4轨交—职弱住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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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得到401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为
97.09%。

3　天津市近郊组团职住空间结构
分类及关键控碳因素识别分析

3.1　天津市近郊组团职住空间
结构分类
基于职住空间结构特征的三重分类，

结合调查问卷数据中通勤方式选择概率
的统计结果，计算并比较天津市16个近
郊组团的人均通勤碳排放量，得到3个
结论：①在用地构成分类情况下，居住
主导型组团的人均通勤碳排放量(1.40～
2.00 kg)＞职住平衡型组团的人均通勤碳
排放量(0.80～1.20 kg)≈就业主导型组
团的人均通勤碳排放量(0.80～1.00 kg)；
②在相对位置分类情况下，职住分散
型组团的人均通勤碳排放量 (0.80 ～
1.60 kg)＞职住集聚型组团的人均通勤碳
排放量 (0.70～ 0.80 kg)；③在连通效率
分类情况下，轨交—职弱住弱型组团的
人均通勤碳排放量(1.40～ 2.00 kg)＞轨
交—职强住弱型组团的人均通勤碳排放量
(1.20～1.50 kg)≈轨交—职弱住强型组团
的人均通勤碳排放量(1.00～1.40 kg)＞
轨交—职强住强型组团的人均通勤碳排放
量(0.80～1.20 kg)。结论②和③可分别
验证有关通勤碳排放的理论假设，即职
住中心相对位置越紧凑，所产生的通勤
碳排放量就越少；职住空间连通效率越
高，所产生的通勤碳排放量就越少。但
结论①却与上文关联机制推导的猜想(即
职住空间用地构成越趋于均衡，所产生
的通勤碳排放量越少 )存在冲突。

3.2　基于用地构成分类的关键控碳
因素识别分析
为解释实证结果与理论假设之间的

矛盾，以用地构成分类为切入点，构建
天津市近郊组团通勤方式选择Logistics
回归模型，分别探究居住主导型、职住
平衡型、就业主导型等3类近郊组团的
职住空间结构与通勤方式选择的关键影

响要素及其调控机制。
分析天津市居住主导型、职住平衡

型、就业主导型等3类近郊组团职住空
间结构要素与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关系
发现，不同用地构成类型内部影响通勤
方式选择的关键要素虽存在一定交集，
但其调控机制、作用方向和形成原因并
不完全相同。
分析各类组团的量化影响机理发现，

不同类型的近郊组团职住空间结构与通
勤碳排放在居住地/工作地功能混合度、
功能密度、交叉口密度、与最近地铁站
距离等关键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对步
行(自行车 )、公交车、地铁和私家车出
行等4种出行方式选择的调控机制方面
存在差异。见表2。

4　天津市近郊组团职住空间结构
低碳优化策略

结合职住空间结构—居民出行行为—
通勤碳排放的理论框架以及天津市近郊
组团职住空间结构的关键控碳因素识别结
果，针对居住主导型、职住平衡型、就
业主导型等3类组团，建立天津市近郊

组团职住空间结构低碳优化分类引导路
径 (表 3)，并总结3类近郊组团的职住
空间低碳优化的重点方向。

4.1　居住主导型组团：用地功能
复合开发，优化服务设施布局
居住主导型组团以居住功能为主，

就业功能不够成熟，就业岗位与居住用地
供给关系失衡，同时大面积的居住用地连
片增长，就业空间点状分布，导致居民通
勤距离增加，通勤碳排放量增加。
因此，该类型组团的低碳职住空间

结构优化应优先从用地构成维度出发，
形成功能高度复合的职住空间结构，使
公共服务设施高效匹配接驳空间环境和
地铁周边功能布局。一方面，提高土地
混合使用程度 (图 8)，形成“组团级活
力中心—街区级邻里中心”两级中心结
构，对组团现有规模较小的功能设施进
行改造升级与空间整治，形成多个功能
核心，进而形成交通核心完善的公共交
通网络。另一方面，按照共建共享的原则，
加强低碳城镇生活圈规划，划定日常生
活圈、拓展生活圈与机会生活圈，逐步
补足各级生活圈的城镇公共服务设施数

组团类型 关键控碳因素 调控机制 作用方向 影响程度

居住主导型 工作地功能密度 影响公交车、地铁、
私家车出行率

负 显著影响；抑制程度
为：公交车 >地铁 >
私家车

工作地交叉口密度

居住地交叉口密度 影响地铁、私家车
出行率

正 微弱影响；促进程度
为：私家车>地铁

居住地功能混合度 影响地铁出行率 正 显著影响
工作地地铁站可达性

职住平衡型 居住地到公共服务中
心的距离

影响公交车、私家
车出行率

正 显著影响；促进程度
为：公交车>私家车

居住地功能密度 影响地铁出行率 正 显著影响
居住地地铁站可达性
工作地地铁站可达性
居住地功能混合度 影响私家车出行率 负 显著影响

就业主导型 居住地功能密度 影响公交车、地铁
出行率

正 显著影响；促进程度
为：公交车>地铁

工作地功能密度 影响地铁、私家车
出行率

正 显著影响；促进程度
为：私家车>地铁

工作地交叉口密度 影响私家车出行率 正 显著影响

表 2　天津市近郊组团职住空间结构控碳要素分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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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高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

4.2　职住平衡型组团：多中心极核
化构建职住结构新格局
职住平衡型组团内的职住用地比仅

能保证就业岗位与居住用地相对均衡，但
就业中心和居住中心相对独立，呈离散型
分布，居民通勤出行方式受限，提高了私
家车出行率，通勤碳排放量增加。
在该类型的组团中，低碳职住空间

结构优化应重点关注相对位置维度，形
成职住中心紧凑集聚、多中心极核的职
住空间结构。首先，强化组团内部现存
居住中心与就业中心的空间集聚格局，
引导邻近居住中心与就业中心适度迁移
与交叉融合，形成“住中有职、职住交融”
的职住中心格局。其次，划分通勤片区，
在片区内部形成职住平衡极核，提升片
区内循环比例，同时要维持组团向心通
勤比例的稳定；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及
时通过功能置换与土地利用调整片区内
职住中心的位置关系，避免居住人口或
就业岗位在某一片区的过度聚集，保证
组团内多中心极核模式的高效通勤。

4.3　就业主导型组团：路网密度
分级控制，形成交通系统新模式
就业主导型组团的低碳空间规划面

临的主要问题是道路网分布不均，组团
间及组团内部衔接不畅，公共交通系统
联通度较差，步行环境较为恶劣。这导
致居民通勤时间过长，通勤碳排放量也
随之增加。
该类型组团中的低碳职住空间结构

优化应重点从连通效率维度着手，分区
管控路网密度与服务水平，并推广公共
交通导向的绿色出行方式。一方面，梳
理整合组团内部现状道路网系统，在增
量规划中严格控制道路网密度，在轨道
交通站点至周边地区的路网布局方面积
极打造“密肋—疏网”的逐层过渡布局
模式；另一方面，发展“B+R”交通模式，
提高公共交通网络的覆盖率，提倡以步
行或自行车等零碳出行方式接驳地铁或公

交出行。同时，通勤慢行系统沿组团道路
分布，尽量实现人车分离，连接主要公共
活动中心、就业密集区域，实现多种目的
慢行交通的汇聚，为步行与公共交通提供
接驳空间；街道慢行路以引导行人前往组
团主通道为主要目的，衔接生活区域内部
建设用地形成慢行道闭环。见图9。

5　结束语

本文聚焦职住空间结构，分析了超

大城市近郊组团职住空间结构与通勤碳
排放的逻辑关联机制与量化影响机理，基
于此制定了差异化的职住空间结构低碳优
化策略，构建了职住空间结构—居民出行
行为—通勤碳排放的低碳关联框架，形成
了通过空间规划手段引导交通领域控碳减
排的递进式逻辑链条。同时，以天津市为
实证，验证并量化识别了不同类型近郊组
团的职住空间类关键控碳因素及其调控机
制，为立足结构式碳减排视角研判未来空
间规划的整体方向、优化时序与管控力度

组团分类 规划调控重点 目标 措施

居住主导型 用地构成 高度复合；集约利用 职住功能混合开发；公共服务设施
高效匹配

职住平衡型 相对位置 强化集聚；多中心结
构

强化就业中心、居住中心集聚格局；
形成多职住极核模式

就业主导型 连通效率 严控密度；分区管制 分区管控交叉口密度；改善慢行环
境，促进“公共交通+”出行

表 3　低碳导向下近郊组团职住空间结构优化分类引导路径

图 8　用地功能混合开发模式图

图 9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道路系统示意图

a.水平混合开发模式图

a. 道路网密度示意图

b.垂直混合开发模式图

b.慢行系统示意图

居住 (公寓 )
居住 (公寓 )
宾馆酒店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休闲

商业 商业 文化休闲
商业

商业零售 大型商超
人防设施

办公 办公
办公

餐饮

餐饮

地下停车场

办公

图例 城市主干路 轨道交通站点城市次干路 慢行道城市支路 步行空间

慢行道路间距
80～ 100 m

R=
50
0 m

城市支路间距
120～ 200 m

居住
工业

商业
绿地

公共服务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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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数据和方法支撑。

[ 注　释 ]

①通过不同交通工具的出行距离与其对应的单
位距离碳排放强度的乘积计算碳排放总量。
考虑到在不同的通勤距离下，内部家庭属
性或外在环境因素不同会影响通勤方式的
选择偏好差异，进而导致碳排放计量差异，
因此本文在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测算中，
选择基于距离理论的碳排放系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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